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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化服务获得与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

——以稻虾共作模式为例

杨兴杰 1 齐振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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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摘 要  为厘清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化服务获得在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中的作用，基于长江中下游 880 份微观农

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群体差异。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

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数字技术获取农业生产相关技术的频率越高，农户采纳稻虾

共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借助条件混合模型（CMP）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但如果不考虑

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将低估数字技术使用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主要通过提高农户社会化

服务获得，进而促进其稻虾共作模式采纳，通过细分社会化服务环节，发现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获得劳动密集型环

节相关服务的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术使用对生产型农户、农技培训参与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行为

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理解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化服务获得与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有针对性地促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发展有机融合提供新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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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socialized service access on the adoption of 

agroecological technologies by farme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farmers' choice of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by utilizing data from 880 micro-farmer 

survey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use h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farmers’ choice of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and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obtai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farmers will choose the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After solv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with the help of conditional mixture （CMP） modeling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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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consistent conclusions can still be obtaine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mainly promotes the selection of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by improving the social services 

provided by farmers.  By subdividing the social service links，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farmers' access to labor-intensive related servic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election behavior of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among production-oriented farmers， as well as participating households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  The study provides micro-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use，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nd farmers' choice of rice-shrimp 

cropping model， as well as new lessons for targeted promotion of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use； socialized service； peasant household；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被认为是中国农

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1］。生态循环农业基于生态耦

合共生原理，实现不同生物之间协调共生，能够从

源头促进农业绿色转型［2］。稻虾共作模式在因地制

宜的基本前提下，通过对稻田进行挖沟、围栏等基

础性改造，实现水稻种植与小龙虾养殖之间物质、

能量等多层次循环利用，具有绿色、高效、循环和可

持续的特性，被视为生态循环农业的典范①。

已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使用为农户获取稻虾

共作模式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行途径，有助于缓解信

息不对称造成的约束［3］。具体而言：一是数字技术

使用直接影响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稻虾共作

模式的生产环节和经营管理更加复杂，农户需要掌

握的操作技术和市场信息更多（如饲养技术和价格

信息）。数字技术使用能够帮助农户有效利用数字

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4］，使其全面、客观和快速了解

稻虾共作模式相关技术，从而直接影响农户对该模

式的采纳行为；二是数字技术使用通过社会化服务

获得间接影响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稻虾共作

模式具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双重特性，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更专业、更先进的人才和技

术设备，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举

措，对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模式有一定影响［5］。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有 2 支，第一支文献涉及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归

纳为宏微观 2 个方面。从宏观方面来看，市场和政

府是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主要通过市

场机制和政府政策为农户提供信息，增强对绿色农

业技术的了解，影响农户采纳行为［6］。从微观方面

来看，一是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认知水平和社

会地位等因素［7-8］。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越高的

户主接受新观念、新方法的能力越强［9］，更有可能理

解稻虾共作模式的相关信息；二是家庭特征，如经

营规模和资本禀赋等。对于规模较大的农户而言，

其时间偏好程度更低［10］，更有可能采纳绿色农业技

术。此外，家庭拥有较高的资本禀赋也为农户提供

了更加充足的资源，为其采纳行为提供支持［11］。

第二支文献涉及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总体

来看，数字技术具有多途径、低成本和高效率传播

信息的特性，既能从宏观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

能，也能从微观上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采纳行

为［12］。在宏观方面，数字技术是提升农业数字化发

展水平的重要途径，为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提供

实时信息支持，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

有重要影响［13］。在微观方面，数字技术使用改变了

农户接触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方式，对其采纳行为产

生潜在影响［14］。

关于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的

影响，已有研究结果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认为数字

技术使用拓宽了农户信息获取途径，改善了社会化

服务的要素配置效率，有助于农户社会化服务获

得［15］。也有研究认为农户即使通过数字技术拓宽

了社会化服务获取范围，但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信息

并未改变服务提供者的现状［16］。造成分歧的原因

可能是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化服务获得与否，缺

乏对社会化服务具体环节进行细分。事实上，社会

化服务具有多环节性，不同环节服务提供者、服务

内容和服务难易度等均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农户

对不同环节服务的可获得性存在差异，一概而论既

不能准确揭示数字技术使用在农户社会化服务获

①数据来源：腾讯网，https：//new. qq. com/rain/a/20220602A0B9M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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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方面的作用，也无法明晰其对社会化服务具体环

节的影响。关于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化服务获得与

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

从公共农技推广与数字农技服务、市场与政府和农

户认知等方面展开研究［17］。虽然也有考察社会化

服务的作用，但主要从学习能力与社会化服务使用

的角度展开，缺乏在统一框架下厘清数字技术使

用、社会化服务获得与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内

在机制。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数字

技术使用会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吗？如果

会，该促进作用能否通过社会化服务获得来实现？

以及数字技术使用主要通过获得哪些环节的社会

化服务来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已有文献存在以下补充完善的空间：一是在分

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

时，主要着眼于数字技术使用与否，缺乏对农户数

字技术使用频率的考量，导致分析结果与生产实践

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二是针对数字技术使用、社会

化服务获得与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之间的作用

机制探讨不足。表现为既缺乏在统一框架下联合

考察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没有进一步分析

数字技术使用主要通过获得哪些环节的社会化服

务来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三是在分析数

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影响时，容

易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已有研究缺乏系统解决

此问题带来的潜在影响。

本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

稻虾共作模式为例，采用条件混合模型（CMP）和中

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化服务

获得对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模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

制，以期为进一步明确数字技术在农户采纳决策中

发挥的作用提供微观证据和现实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由信息不对称理论可知，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体

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现象［18］。在农村地区，农

户同样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制约，使不同主体之

间难以建立有效的往来、传播与学习通道，容易造

成额外损失的风险。数字技术为农户获取信息提

供了支撑，对其采纳行为作用显著。具体来看，一

是数字技术使用为农户及时获取与稻虾共作模式

相关技术和信息提供了有效途径。农户通过数字

技术既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约束，也为其及时学习稻

虾共作模式的操作技术和管理方法提供了现代化

途径。有助于农户掌握最新的技术信息和发展动

态，由此对其生产观念和经营决策产生“催化剂”影

响，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二是数字技术使

用提高了信息匹配效率［19］。借助数字技术，农户可

根据自身知识储备和实际需要，随时随地学习稻虾

共作模式相关技术，如实时了解实践管理、操作技

术、价格调整等信息。这不仅丰富了信息获取内

容，还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从而使农户信息搜寻

与需求之间有效匹配，大大提高了农户对稻虾共作

模式相关信息掌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激发农户采

纳稻虾共作模式的积极性。基于此 ，提出如下

假说：

H1：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同时，数字技术使用还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获

得间接影响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首先，数字技

术使用为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提供了有效渠道。

一是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传播的新型载

体，不仅能降低农户获得社会化服务的难度，而且

提高了服务提供者的作业效率［20］。例如，在疾病防

控环节，服务提供者可通过无人机进行施药，由此

实现机械作业的精准化和智能化；二是数字技术使

用大大提高了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效率。农户可

以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快速有效地获取资料供应、

经营管理、市场行情等技术信息，并以相对较低的

价格达成服务协议。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有

效匹配，促进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21］。

其次，社会化服务获得为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

纳提供了支撑。稻虾共作模式具有生产环节多、劳

动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等特征。劳动强度与技术掌

握是农户考虑的关键因素，为避免超出家庭劳动能

力的边界，理性农户会通过机械替代劳动。但是，

大部分农户难以达到购买整套机械设备的效率区

间［22］，农业社会化服务成为他们较为理想的选择。

原因在于，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抓手，不仅拥有专业的农技人员［23］，改善普通农户

在稻虾共作模式实施过程中面临经营管理不足的

问题，而且将更为科学的管理技术、饲养技术和防

控技术引入稻虾共作模式经营环节，使不同生产环

节更加科学规范，从而激发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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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24］。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2：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提高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

进而促进其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关于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不同环节社会化服

务获得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当前服务市场

处于饱和状态，市场供求关系呈现供大于求的特

征［25］。农户获得该环节相关服务的难度相对较低。

同时，劳动密集型环节相关服务主要是通过机械对

劳动力进行替代，不仅技术要求与服务难度低，而

且对先进生产器械的要求不高［26］。农户不需要进

行过多筛选即可获得相关服务，加之数字技术使用

为其信息交流提供了便利，从而对农户获得劳动密

集型环节相关服务的促进作用更强。在技术密集

型环节，该环节与稻虾共作模式的产出及品质密切

相关，尤其在施肥打药和疾病防控环节，不仅需要

进行多次服务，而且对服务实施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要求较高。一旦出现服务失误，将直接导致产出降

低和品质下降。因此，微观农户对技术密集型服务

提供者的要求更高。另外，技术密集型环节相关服

务主体较为稀缺 ，服务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

态［27］。而数字技术使用仅为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

提供了信息支撑，尚未改变该环节服务市场供不应

求的现状，从而使得数字技术使用在农户获得技术

密集型环节相关服务的作用有限。基于此，提出如

下假说：

H3：相比于技术密集型环节，数字技术使用主要通

过获得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相关服务来促进农户稻

虾共作模式采纳。

2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2. 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双水双绿”课题组于 2023 年 4 月在

长江中下游展开的微观农户调研。选取该区域主

要基于以下 2 点考虑：一是长江中下游既是中国主

要粮食生产基地，也是稻虾共作模式主要应用区

域。二是稻虾共作模式以生态耦合共生理论为基

础，以现代化科学技术为支撑，实现水稻种植与小

龙虾养殖协调统一，体现了生态循环可持续的发展

理念，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

课题组聚焦于长江中下游主要推广应用的稻虾共

作模式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为获得客观有效的研究数据，课题组主要采用

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问卷调研，

具体调研过程如下：首先，在长江中下游随机抽取

湖北、湖南、江西作为本次调研省份。其次，综合考

虑稻虾共作模式应用面积、产量和市场销售等因素

后，在每个省选取 3 个样本县（市），共计 9 个县

（市），其中湖北省包括潜江市、钟祥市、阳新县，湖

南省包括沅江市、临湘市、安乡县，江西省包括新余

市、彭泽县、余干县。再次，在每个县（市）随机抽取

5 个左右的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约 20 个农户作

为最终调查对象，他们均是稻虾共作模式的采纳者

和潜在采纳者。最后，本次调研成员均是长期从事

稻虾共作模式研究的高校老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在调研之前进行了集中培训。本次调研共

发放问卷 895 份，删除核心问题缺失的问卷后，获得

有效问卷 88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 324%。

2. 2　变量定义

2. 2. 1　因变量——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本研究主要关注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是否采纳

稻虾共作模式。参考已有研究做法［28］，主要通过虚

拟变量来实现，具体通过题项“您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采纳稻虾共作模式了吗？”进行测量，若农户回答

已经采纳了稻虾共作模式，则赋值为 1，否则赋

值为 0。
2. 2. 2　自变量——数字技术使用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户将数字技术用于获取

农业生产相关技术方面。具体体现在 2 个方面：一

是分析农户是否用数字技术获取农业生产（稻虾共

作模式）相关技术，二是进一步分析使用频率，判断

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模式的概率是否随数字技术使

用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具体通过“是否使用数字技

术（微信群、公众号、APP 等）获取农业生产（稻虾共

作模式）相关技术”和“使用数字技术获取农业生产

（稻虾共作模式）相关技术较多”2 个题项实现。回

答“使用数字技术获取相关技术”赋值为 1，否则赋

值为 0。关于数字技术使用频率采用五点量表测

量，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赋值介于 1~5。
2. 2. 3　机制变量——社会化服务获得

已有文献关于社会化服务的测度可归纳为 2个方

面：一是用是否获得社会化服务来测算，主要聚焦于

社会化服务的某个环节，如施肥服务、植保服务［29］；二

是基于投入产出法，测算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占农业

生产总支出的比重。本研究结合相关研究和农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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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服务获得实际［30］，首先，测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获得社会化服务环节的数量，涉及农资、耕整、收割捕

捞、施肥打药、疾病防控和插秧播种 6个生产环节。上

述生产环节涵盖了农户经营管理稻虾共作模式的主

要过程。其次，将社会化服务主要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 2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农户在劳动密集

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获得相关服务的难易程度，

其中劳动密集型环节包括农资服务、耕整服务和收割

捕捞服务，技术密集型环节包括施肥打药服务、疾病

防控服务和插播服务。

2. 2.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31-32］，设置个体特征、家庭特征、

经营特征等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包括收入稳定性、新

型经营主体、劳动力人数。经营特征包括耕地面

积、土壤肥力和耕地通车比例。此外，考虑到不同

省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故以虚拟变量的形式

对区域效应进行控制。具体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机制变量

Mechanism variable

劳动密集型环节

Labor-intensive

技术密集型环节

Technology 
intensive

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家庭特征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

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社会化服务获得

农资服务获得

耕整服务获得

收割捕捞服务获得

施肥打药服务获得

疾病防控服务获得

插秧播种服务获得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收入稳定性

新型经营主体

劳动力人数

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纳稻虾共作模式了吗？

是=1，否=0

是否使用数字技术（微信群、公众号、APP 等）

获取农业生产（稻虾共作模式）相关技术：

是=1，否=0
使用数字技术获取农业生产（稻虾共作模式）

相关技术较多：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同意=5

获得社会化服务环节个数：数值介于 0~6

获得农资服务难易度：非常困难=1；
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获得耕地整地服务难易度：非常困难=1；
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获得收割捕捞服务难易度：非常困难=1；
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获得施肥打药服务难易度：非常困难=1；
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获得疾病防控服务难易度：非常困难=1；
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获得插秧播种服务难易度：非常困难=1；
困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户主性别：男=1，女=0

户主实际年龄，岁

户主接受正规教育年限

受访者家庭过去一年平均收入稳定程度评价：

非常不稳定=1；不稳定=2；一般=3；
稳定=4；非常稳定=5

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公司 + 农户任

一组织成员：是=1，否=0

受访者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人

0. 728

0. 695

2. 915

4. 670

4. 156

4. 073

4. 195

3. 986

3. 358

4. 045

0. 976

54. 490

8. 425

2. 710

0. 348

1. 800

0. 445

0. 460

1. 333

1. 280

0. 670

0. 712

0. 673

0. 719

0. 967

0. 765

0. 153

8. 958

3. 218

0. 947

0. 467

0. 635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说明

Descrip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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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特征

Business 
characteristic

政策环境

Policy environment

技术认知

Technical cognition

数字技能

Digital skills

社交开支

Social expenses

地区虚拟

Virtual region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耕地面积

土壤肥力

耕地通车

技术培训

经济效益认知

生态效益认知

智能手机使用

人情往来开支

以湖北为参照

村庄宽带覆盖率

受 访 者 家 庭 拥 有 的 耕 地 总 面 积（包 括 转 入 耕

地），hm2

受访者对耕地土壤肥力自评：非常不好=1；
不好=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受访者家庭拥有的所有耕地能够通车（农用机

械）的比例，%

现场参加政府组织的农业生产（稻虾共作模式）

培训：是=1，否=0

稻虾共作模式经济效益较好：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同意=5

稻虾共作模式对生态环境有好处：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一般=3；
同意=4；非常同意=5

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获取信息：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一般=3；同意=4；非常同意=5

受访者过去一年人情往来开支，万元

是否湖南：湖南=1，其他=0

是否江西：江西=1，其他=0

被调查村庄的宽带覆盖率（数值介于 0~1），通

过村干部查阅村级数据所得

11. 300

3. 538

87. 824

0. 673

3. 642

3. 734

3. 623

1. 387

0. 363

0. 298

0. 900

24. 817

0. 813

31. 023

0. 469

0. 730

0. 700

1. 134

1. 093

0. 481

0. 458

0. 283

表 1（续）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说明

Descrip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2. 3　模型构建

2. 3. 1　基准模型

为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

纳的影响，鉴于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模式属于二元离

散变量（采纳了赋值为 1，否则为 0），因此本研究基

准模型采用二元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设定

如下：

Yi = α0 + α1 xi + α2 Controls i + μn + εi (1)
式中：Yi为第 i个农户的采纳行为；α为待估计系数；

xi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第 i个农户的数字技术使用

情况；Controls i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个体特征、家

庭特征、经营特征以及其他特征；μn和 εi为地区虚拟

变量和随机扰动项。

2. 3. 2　条件混合估计模型（CMP）
分析农户采纳行为时通常面临内生性问题。

同样，本研究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

式采纳的影响时，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一是双

向因果。数字技术在为农户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的

同时，很有可能由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采纳了稻虾

共作模式，需要及时获取不同操作阶段的技术信

息，从而增加了数字技术使用的可能性。二是遗漏

变量。虽然本研究尽可能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但

依然难以穷尽，如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农户来说，

其消化吸收稻虾共作模式相关技术更容易，在实践

中更有可能实现科学管理和精细化运作，从而更有

能力采纳稻虾共作模式。

对于该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33］，采纳村

庄宽带覆盖率作为数字技术使用的工具变量。采

纳该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以下 2 点考虑：一是数字技

术使用与宽带的普及率密切相关，当村庄宽带覆盖

率较高时，该村庄农户使用数字技术就越便利，由

此越有可能产生数字技术使用行为，符合相关性。

二是村庄宽带覆盖率属于村级层面变量，与微观农

户采纳行为分属不同的观测层面，因此难以直接影

响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行为，满足外生性条件。

同时，本研究内生变量有二分类变量和定序变量，

条件混合模型（CMP）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运用递

归方程组进行多阶段估计，估计结果更加准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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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如下：

xi = β0 + β1 IV i + β2 Controls i + μn1 + εi1 （2）

Yi = α'0 + α'1 xi + α'2 Controls i + μn2 + εi2 （3）

式中：IVi 为工具变量，表示第 i个村庄的宽带覆盖

率；α'1 为纠正偏误后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系数；其他

变量和参数设定与式（1）相同。

2. 3. 3　机制检验

参考已有研究思路［35］，当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

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比较直观，在逻辑上比较接近

时，可以只分析自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例如，学

者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时，通过

判断对创业、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 3 个机制变量的

影响来实现［36］。具体模式设定如下：

Mi = ω 0 + ω 1 xi + ω 2 Controls i + φn + θi (4)

式中：Mi为机制变量，即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情况；

xi与 式（1）相同，为第 i个农户的数字技术使用情

况；Controls i为控制变量；φn和 θi为地区虚拟变量和

随机扰动项。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 1　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直

接影响

本研究实证分析主要通过 Stata17. 0 软件实现，

实证分析前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

验结果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关于数字技术使

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直接影响见表 2。回

归（1）和（3）只分析核心自变量和个体特征的影响，

回归（2）和（4）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变

量，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影

响。如表 2 所示，由回归（1）和（3）可知，数字技术是

否使用和使用频率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

影响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回归（2）和（4）加入其

他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后，核心自变量的作用

方向未发生改变，且作用效果依然显著。这表明数

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且随着农户数字技术使用频率的增加，其

采纳稻虾共作模式的概率随之提高。假说 H1 得以

初步验证。

表 2　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影响

Table 2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farmers’ adoption of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Frequency of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收入稳定性

Income stability

经营主体身份

Business entity identity

劳动力人数

Number of labor force

耕地面积

Cultivated area

0. 006***

1. 738***

−0. 057***

0. 019

0. 002

0. 518

0. 011

0. 027

0. 187***

1. 101***

−0. 341***

0. 018

0. 054

0. 486***

0. 149*

0. 002**

0. 035

0. 297

0. 006

0. 015

0. 050

0. 106

0. 076

0. 001

0. 153***

1. 177***

−0. 031***

0. 007

0. 036

0. 300

0. 006

0. 015

0. 172***

1. 127***

−0. 032***

0. 008

0. 044

0. 411***

0. 145*

0. 002***

0. 036

0. 297

0. 006

0. 016

0. 052

0. 111

0. 079

0. 000

变量

Variable

回归（1）
Regression （1）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回归（2）
Regression （2）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回归（3）
Regression （3）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回归（4）
Regression （4）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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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力  Soil fertility

耕地通车

Opening of farmland to traffic

技术培训

Technical training

经济效益认知

Economic benefit perception

生态效益认知

Ecological benefit cognition

智能手机使用

Smartphone usage

人情往来开支

Human relations expenses

常数项  Cons

是否湖南  Hunan

是否江西  Jiangxi

R-squared

Prob>chi2

样本量  Sample size

2. 162***

0. 141

0. 000

880

0. 827

0. 096

0. 003*

0. 147

0. 321***

0. 561***

0. 285***

0. 300***

0. 314

0. 128

−0. 637***

0. 250

0. 000

0. 060

0. 002

0. 109

0. 071

0. 079

0. 045

0. 056

0. 226

0. 103

0. 131

0. 848*

0. 138

0. 000

0. 505

0. 062

0. 004**

0. 097

0. 285***

0. 551***

0. 248***

0. 294***

0. 971*

0. 175

−0. 582***

0. 256

0. 000

0. 060

0. 002

0. 117

0. 075

0. 079

0. 046

0. 055

0. 503

0. 130

0. 127

表 2（续）

变量

Variable

回归（1）
Regression （1）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回归（2）
Regression （2）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回归（3）
Regression （3）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回归（4）
Regression （4）
系数

COE
标准误

SE

注：回归（1）~（4）采用二元 Probit模型分别探讨数字技术是否使用和数字技术使用频率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行为的影响。*、**和***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 Regressions （1）‐（4） use a binary probit model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hether digital technology is used or not and the frequency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rice-shrimp cropping model among farmers， respectively.  *， **， and *** indicate 
10%， 5%， and 1% significance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3. 2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潜在内生性

问题，在分析之前，通过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
12 发现，参数估计结果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变

量外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存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

量对内生变量的作用显著，且参数 lnsig_2 显著不为

0，此时条件混合估计结果更有效。

由表 3 回归（1）~（4）可知，解决内生性问题后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和使用频率依然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该结论充分支持了理论

分析一，假说 H1 再次得到验证，但如果不考虑内生

性问题，将低估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

采纳的促进作用。造成该问题可能是衰减偏误和

采纳偏误所致。例如，部分学习能力强、从事农业

生产时间久的农户通过“干中学”积累了大量务农

经验，在掌握稻虾共作模式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操

作要领方面更容易。降低对数字技术使用获取稻

虾共作模式相关知识的依赖，进而导致数字技术使

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促进作用因采纳偏

误被低估。

为避免因工具变量有效性不足导致条件混合

模型估计结果有误，主要通过半简化式回归对工具

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由表 4 回归（2）和（4）可
知，将核心自变量和工具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

时，核心自变量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此时

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无

法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满

足外生性原则，不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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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机制检验

由理论分析第二部分可知，数字技术使用主要

通过社会化服务获得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为进一步检验该作用路径是否成立，本研究主要通

过一步法进行分析，即分析自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

响。理论上来说，如果自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在

实证上显著，机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在

理论上成立，即可认为作用机制存在。

如表 5 所示，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农户

社会化服务获得，即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提高农户社

会化服务获得进而促进其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路

径成立。由回归（1）和（3）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

时，数字技术是否使用和使用频率均在 1% 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回归

（2）和（4）在引入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后，数字

技术是否使用和使用频率依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说明本研究机制检验结果较可靠。假说 H2
得以验证。

3. 4　进一步分析：从社会化服务获得环节对机制

进行再检验

以上机制检验仅从整体上表明，数字技术使用

通过提高社会化服务获得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式

采纳。但如果仅从整体层面出发，分析社会化服务

获得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之

间的作用路径时，可能会掩盖对不同环节社会化服

务的差异化作用。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从劳动密

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出发，对社会化服务环

节进行细分，以期明晰数字技术使用主要通过获得

表 3　数字技术使用影响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 CMP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CMP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farmers’ adoption of rice-crayfish culturing model

变量

Variable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Frequency of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控制变量与地区虚拟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virtuality

lnsig_2

atanhrho_12

村庄宽带覆盖率

Village broadband 
coverage rate

常数项  Cons

Wald chi2

Prob > chi2

样本量  Sample size

回归（1）
Regression （1）
系数

COE

2. 052***

否

0. 739***

−2. 074***

0. 043**

0. 814***

860. 82

0. 000

880

标准误

SE

0. 060

0. 024

0. 971

0. 021

0. 108

回归（2）
Regression （2）
系数

COE

2. 170***

是

0. 743***

−2. 146***

0. 041**

0. 814***

921. 24

0. 000

标准误

SE

0. 080

0. 024

0. 558

0. 023

0. 108

回归（3）
Regression （3）
系数

COE

0. 722***

否

0. 280***

−1. 403**

0. 002***

2. 004***

751. 34

0. 000

标准误

SE

0. 047

0. 024

0. 319

0. 000

0. 179

回归（4）
Regression （4）
系数

COE

0. 724***

是

0. 262***

−1. 189**

0. 002***

2. 218***

749. 71

0. 000

标准误

SE

0. 093

0. 024

0. 494

0. 000

0. 313

注：工具变量属于村级层面数据，其中回归（1）和（2）是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技术是否使用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回归（3）和（4）
是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技术使用频率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

Note：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belong to the village level data， where Regressions （1） and （2） are the effects of whether or not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s used on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farmer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Regressions （3） 
and （4） are the effects of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farmer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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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进而促进农户稻虾共作模

式采纳。

由表 6 回归结果可知，在劳动密集型环节，数字

技术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资服务、耕整服务和

收割捕捞服务获得。在技术密集型环节，数字技术

使用仅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施肥打药服务和疾病防

控服务获得，对插秧播种服务获得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在技术密集型环节，以插秧播种服

务为例，该服务有赖于插秧机等机械完成，该机械

在区域间移动更加困难，且作业效率相对于其他服

务环节而言较缓慢。服务提供者进行跨区作业的

动力更弱，此时，农户即使通过数字技术使用获得

插秧播种服务相关信息，与服务提供者达成合约的

难度更大。假说 H3 得以验证。

3. 5　基于农户类型和农技培训参与的异质性分析

虽然以上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

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但该作用依然是平均意义

上的。对此，本研究主要从农户类型和农技培训参

与 2 个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

由表 7可知，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相比于生活型农

户和农技培训未参与户而言，数字技术使用对生产型

农户和农技培训参与户采纳稻虾共作模式的促进作

用更显著。这说明生产型农户更有可能产生稻虾共

作模式采纳行为，同时，农技培训不仅为农户提供了

科学的操作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帮助其及时解决技

术采纳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降低技术采纳风险，进

而促进农户产生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行为。

3. 6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技术使用时长不仅能体现农户是

否有数字技术使用行为，而且能捕捉到其数字技术

使用频率。一般来说，数字技术使用频率越高，则

使用时长可能会更久，以上分析也可以从已有研究

得到相应的启示［37］。由表 8 可知，数字技术使用时

长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作

模式采纳，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初步说明实证结

果较可靠。

表 4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Table 4　Tool variable validity test

变量

Variable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Frequency of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工具变量：村庄宽带覆盖率

Instrumental variable： 
broadband coverage rate in 
villages
控制变量与地区虚拟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virtuality
常数项  Cons

Prob > chi2

Pseudo R2

样本量  Sample size

回归（1）
Regression （1）
系数

COE

0. 187***

是

0. 314

0. 000

0. 250

880

标准误

SE

0. 035

0. 226

回归（2）
Regression （2）
系数

COE

0. 126***

0. 002

是

2. 571***

0. 000

0. 491

标准误

SE

0. 042

0. 005

0. 768

回归（3）
Regression （3）
系数

COE

0. 172***

是

0. 971*

0. 000

0. 256

标准误

SE

0. 036

0. 503

回归（4）
Regression （4）
系数

COE

0. 117***

0. 002

是

2. 967***

0. 000

0. 271

标准误

SE

0. 040

0. 003

0. 778

注：回归（1）分析数字技术是否使用的作用；回归（2）同时纳入数字技术是否使用和工具变量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回归（3）分析数字

技术使用频率的作用；回归（4）同时纳入工具变量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Note： Regression （1） analyzes the role of whether digital technology is used or not， Regression （2） tests the validity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by including both whether digital technology is use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3） analyzes the role of frequency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Regression （4） tests the validity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by including bo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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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化服务获得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机制检验

Table 5　Mechanism verification of the adoption of rice-crayfish culturiing model by 
farmer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ccess to socialized services

变量

Variable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Frequency of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virtuality

常数项  Cons

Prob>F

R-squared

样本量  Sample size

回归（1）
Regression （1）

系数

COE

0. 599***

否

4. 284***

0. 000

0. 102

880

标准误

SE

0. 088

0. 071

回归（2）
Regression （2）

系数

COE

0. 594***

是

3. 127***

0. 000

0. 121

标准误

SE

0. 086

0. 334

回归（3）
Regression （3）

系数

COE

0. 156***

否

4. 218***

0. 000

0. 070

标准误

SE

0. 032

0. 102

回归（4）
Regression （4）

系数

COE

0. 123***

是

4. 024***

0. 000

0. 104

标准误

SE

0. 033

0. 560

注：回归（1）和（2）分析数字技术是否使用对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的影响，回归（3）和（4）分析数字技术使用频率对农户社会化服务获

得的影响。

Note： Regression （1） and （2） analyze the effect of whether digital technology is used or not on access to socialization services for 
farmers.  Regression （3） and （4）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frequency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access to socialization services for 
farmers.

表 6　从社会化服务获得环节对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

Table 6　Re-examin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from the social service acquisition

变量

Variable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Frequency of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virtuality

样本量  Sample size

劳动密集型环节  Labor intensive

农资服务

Agricultural
Services

0. 138***
（0. 050）

0. 093***
（0. 019）

是

880

耕整服务

Tillage 
service

0. 488***
（0. 064）

0. 058***
（0. 018）

收割捕捞服务

Harvesting and 
fishing service

0. 090***
（0. 019）

0. 064***
（0. 017）

技术密集型环节  Technology intensive

施肥打药服务

Fertilization 
and drenching 

service

0. 096**
（0. 047）

0. 063***
（0. 018）

疾病防控服务

Disease 
prevention 

service

0. 178***
（0. 056）

0. 155***
（0. 024）

插秧播种服务

Rice-planting 
service

0. 015
（0. 054）

0. 022
（0. 017）

注：系数为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此外，实证分析时采用逐步回归法，限于篇幅在同一列展示，考虑到同一列涉及 2 个回归结

果，故不汇报常数项等结果。

Note： The coefficients are th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of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done using 
stepwise regression， which is limited in space to be presented in the same column， and results such as the constant term are not 
reported， considering that the same column involves two regress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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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替换自变量

Table 8　Replacemen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数字技术使用时长

Du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age
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virtuality

常数项  Cons

Pseudo R2

Prob>chi2

样本量

Sample size

回归（1）
Regression （1）

系数

COE

0. 269***

否

0. 490***

0. 151

0. 000

880

标准误

SE

0. 048

0. 079

回归（2）
Regression （2）

系数

COE

0. 197***

是

0. 056

0. 268

0. 000

标准误

SE

0. 052

0. 180

注：回归（1）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时数字技术使用时长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回归

（2）进一步考虑了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后分析数字技术使用时长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

Note： Regression （1） represents the effect of leng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without the inclusion of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dummy variables.  Regression （2）
analyzes the effect of leng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use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after further 
considering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dummy variables.

表 7　基于农户类型和农技培训参与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famers’ orient and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

变量

Variable

数字技术是否使用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数字技术使用频率

Frequency of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控制变量和县级虚拟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virtuality

常数项

Cons

Pseudo R2

Prob > chi2

样本量

Sample size

生活型农户

Livelihood oriented 
farmers

回归（1）
Regression

（1）

0. 052
（0. 218）

是

0. 646***
（0. 184）

0. 311

0. 000

290

回归（2）
Regression

（2）

0. 065
（0. 076）

0. 479*
（0. 250）

0. 218

0. 000

生产型农户

Production oriented 
farmers

回归（3）
Regression

（3）

0. 269***
（0. 102）

0. 626***
（0. 084）

0. 217

0. 004

590

回归（4）
Regression

（4）

0. 193***
（0. 038）

0. 047
（0. 115）

0. 311

0. 000

农技培训参与户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

回归（5）
Regression

（5）

0. 126**
（0. 063）

−2. 803***
（0. 889）

0. 249

0. 000

592

回归（6）
Regression

（6）

0. 139***
（0. 051）

−2. 961***
（0. 895）

0. 255

0. 000

农技培训未参与户

Not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aining
回归（7）

Regression
（7）

0. 130
（0. 082）

−2. 984**
（1. 372）

0. 335

0. 000

288

回归（8）
Regression

（8）

0. 172**
（0. 080）

−3. 196**
（1. 385）

0. 34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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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4. 1　结  论
本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 880 份微观农户调查数

据，实证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影响农户稻虾共作采纳

的机制与群体差异。结果表明：1）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技术使用频率越高，

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模式的可能性越大。通过条件

混合模型（CMP）并结合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

题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

技术使用主要通过社会化服务获得进而促进农户

稻虾共作模式采纳，但数字技术使用并不能同等地

促进农户获得所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表现为相比

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其对劳动密集型环节相关服务

获得的促进作用更强。3）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

术使用对农户稻虾共作模式采纳的影响存在群体

差异性，生产型农户和农技培训参与户通过数字技

术使用更有助于促进其稻虾共作模式采纳行为。

4. 2　启  示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一是以推

进乡村数字化建设为契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有效推进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应

用，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知识水平的农户全方位、

多层次接触数字技术提供有效支撑；二是政府既要

对农户展开系统且有针对性的有关数字技术使用

培训，提高农户在生产生活中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信

息和知识的能力，也要尝试借助数字技术传播绿色

农业技术，增进农户通过数字技术接触稻虾共作模

式相关信息的频率，从而发挥数字技术对绿色农业

技术的推广作用。

第二，加强数字技术与社会化服务之间有机融

合，为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提供支撑。农户通过数

字技术使用显著提高了社会化服务获得能力，实现

了社会化服务更好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因此，政府要积极搭建社会化服务信息平

台，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布社会化服务信息。

根据农户服务需求及时调整服务形式与内容，实现

服务提供与需求之间有效衔接。同时，社会化服务

提供者也要积极实现服务方式数字化转型，加强人

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社会化服务中应用，形

成独具特色的“互联网+”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型

服务模式。

第三，重视数字技术使用对社会化服务获得影

响的环节差异性，提高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社会化

服务获得影响的包容性。虽然数字技术使用整体

上提高了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得，但对农户获取不同

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存在一定差异性。因此，借助数

字技术传播社会化服务相关信息时，需要重视其对

不同服务环节的差异化影响，尤其重视数字技术与

技术密集型环节相关服务的融合发展，鼓励服务提

供者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多利用数字技术发布服务

信息。旨在让更多农户通过数字技术使用获得及

时有效的服务，成为传统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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